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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型理论）假设，生育率会从较高水平下降，并

稳定在每名妇女生育大约 2.1 个孩子的更替水平。然而，目前全球近一半的人口

生活在一个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低于每名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的国家（联合

国，2019）1。同时，在东亚、南欧的许多国家和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部分国

家，生育率甚至更低，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生的每名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为

1.0-1.4，完整家庭规模2为 1.4-1.6。 传统的发展和地理界限已经模糊不清，除撒

哈拉以南非洲外，世界各主要地区现在都坚定地趋向低生育率。到 2050 年，预

计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将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每名妇女生育 2.1 个

孩子的国家3（联合国，2019）。 

低生育率，尤其是特别低的生育率，引起了一些国家政府的担忧（Hakkert, 

2014；Poston et al.，2018）。政策制定者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劳动力市场、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体系面临的压力表示尤其担忧，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贡献（Rindfuss & Choe, 2015）。另一类担忧与最终的人

口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经济增长、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威胁有关

（Rindfuss & Choe, 2015）。2015 年，较发达国家的政府中有三分之二认为生育

率过低，并正在推行政策提高生育率（联合国，2015，UNFPA，2018:95）。  

在个人层面，低生育率是夫妻预防怀孕和间隔生育能力增强的表现，但也

反映了男女在开始组建家庭或计划生育另一个孩子方面面临的挑战。1994 年 179

个国家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指出，“所有夫妇和个人拥有实

现可自由、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间隔和时间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

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然而，在许多低生育率国家，人们报告称，他们生育孩

子的数量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这表明他们无法充分地实现其生育权利。  

在这一背景下，本报告旨在综述低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证据。首

先，报告概述了低生育率的主要趋势和模式，然后讨论了生育推迟的作用和相

关的进度效应。随后，报告探讨了三大方面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决定因素：1）

观念变化和第二次人口转变；2）经济制约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

 
1 2019 年，全球 47%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国家（联合国，2019）。 
2 完整家庭规模指度过育龄期的妇女平均每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 
3 联合国中方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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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3）影响妇女能够兼顾有偿工作和生育的制约因素，即家

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工作场所条件和托儿服务的提供。  

这些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被选为决定因素，并在文献中得到充分研究和

体现，但它们不是全部的决定因素。本综述没有深入探讨如女性高等教育的扩

张（见 Mills et al.，2011；Ni Bhrolchain & Beaujouan, 2012），这虽然是几乎所

有后过渡期国家生育推迟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生育率很低国家

特有的决定因素。第二，本综述没有详细介绍家庭不稳定的上升以及离婚和再

婚伴侣的作用（见 Balbo et al.，2013；van Bavel et al.，2012)，以及在文献中涉

及范围相对有限的各种决定因素，即心理因素，例如不安全感、控制感和以及

与亲子关系和不生育相关的流行想法；人口密度、气候因素和居住类型等地理

因素的影响；还有在许多富裕国家的“优生优育”思想。最后，鉴于关注的焦点是

社会、文化和经济决定因素，本报告并未深入研究关于女性和男性低生育率的

生物医学决定因素的文献，这类文献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多（例如，见 Rossi et al.，

2016；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2019)。 

从地理上说，本综述涵盖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间早期生育率下降到

更替生育率或以下的国家。Sobotka（2017）指出，这些国家包括大多数欧洲国

家（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除外）、几个东亚国家和行政区域（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和古巴，以及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大洋洲和其它地方的一些较小的地区。然而，主要的重点是东亚、

南欧、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生育率很低的国家。这不是第一个关于低生育率决定

因素的综合研究。相关论文包括：Balbo et al.（2013）、Billari（2008）、Basten 

et al.（2014）、Morgan & Taylor（2006）、Sobotka（2017）和 Thevenon（2015）

等人的论文，鼓励读者阅读这些论文，以了解其它的结构性框架和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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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生育率的衡量指标  

在人口层面最广泛使用的生育率衡量指标是总和生育率(TFR)。该指标表示，

如果一名妇女在其一生中都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生育，该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对于给定年份，总和生育率计算为

15-49 岁之间的每个年龄或每个 5 岁年龄组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并表示

为每个妇女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及时性：国家统计机构

一旦公布某一年的出生人数，就可以计算出该指标（UNFPA，2018）。然而，

这种“时期”衡量指标的缺点在于，它只能衡量某一特定时间点的生育率，并

不能代表任何真实女性群体在其一生中的经历（Rindfuss & Choe，2015）。这

使其很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等冲击的扭曲，从而对所有年龄段的出生人数以及出

生时间的变化产生重大的短期影响。如果妇女生育的年龄早几年，那么即使她

们一生中的生育数量没有增加，所谓的“进度效应”也将导致总和生育率上

升。相反，如果妇女推迟生育，那么即使她们的生育数量与以前相同，总和生

育率还是会下降，因为计算时有些生育会“转移到未来”（Sobotka，2017：

26）. 这会使总和生育率不稳定，而且可能产生误导。 

另一项指标是终身队列生育率，基于真实女性队列的生育经历来衡量妇女一生

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该指标根据以妇女一生中年龄别生育率之和计算得出

的，因此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实际生育率。队列生育率不受进度效应的影响，往

往比时期生育率指标更加稳定。然而，该指标的缺点在于，其只能在妇女队列

达到生育年龄末期后进行分析才能计算出来。因此，队列生育率这一衡量指标

无法告知我们近年来年轻女性的生育行为（UNFPA，2018）。 

1.1 趋势和模式 

生育率的下降始于 19 世纪初的许多欧洲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美国和加拿大，随后是日本。到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欧

洲和北美的所有高度发达国家都发生了生育率转变。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推行

晚育和缩小家庭规模的政策后（包括 1979 年著名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般要求夫

妇只生一个孩子），中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UNFPA，2018）。20 世纪 80 年代

和 90 年代，古巴、泰国、中国和其余东亚“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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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也加入了少子化（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的国家

[和地区]行列。这一转变在这些东亚地区尤为迅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些地

区的总和生育率为每名妇女 5 至 7 个孩子（Frejka, Jones & Sardon，201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南欧、东欧和中欧的低生育率国家出现了总和生

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有时甚至降至每名妇女 1.3 个孩子或更少，并持续几十年。

这标志着所谓的“极低生育率”的兴起（Kohler, Billari & Ortega，2002）4。到

2002 年，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极低的国家（Goldstein et al.，

2009）。此后不久，类似的“超低生育率”5出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

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Jones, Straughan & Chan，2009）。到 21 世纪前十年的

中后期，这些东亚国家有着全球最低的时期生育率（Frejka，2010），2005 年到

2010 年间的总和生育率范围为每名妇女 1.04 至 1.34 个孩子（联合国，2017）。 

    从 2000 年左右开始，时期生育率停止了下降，许多低生育率环境中出现了

一致的增长，不过东亚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一些欧洲国家除外（Goldstein et 

al.，2009；Hoorens et al.，2011）。这一好转主要是由于生育推迟的节奏放缓以

及相关的进度效应（Bongaarts & Sobotka，2012）（专栏 1）。在许多国家，时

期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幅度不大，绝对数字约为每名妇女增加 0.2 个孩子或更少。

然而，一些国家出现了总和生育率 0.3 到 0.6的更大的绝对增长幅度，即约 20-40%

的相对增长（Goldstein et al.，2009）。生育率的恢复一直持续到 2008 年的全球

经济衰退。此后，几个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生育率稳定下来，几个

东欧国家的生育率有所增加，这可能与最近实施的鼓励生育政策有关，其他几个

国家（如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冰岛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则有所倒退（Sobotka，

2013；Thévenon，2015）（图 1）。   

 
 
  

 
4 “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一词是由 Kohler 和他的同事（2002）最先提出的，用来区分时

期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的国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TFR=1.3 的临界值有些武断；

它并不是指可达到的最低生育率水平。 
5 “超低生育率（ultra-low fertility）”也指低于总和生育率=1.3 的生育率。它最初是由 Day（1988）引入的，

但最近被亚洲人口统计学家使用（例如 Jones et al.，2008），以区分亚洲生育率下降与欧洲国家的经历，

并不排除进一步下降到更低水平的可能性（Yoo 和 Sobotk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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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1950-1955 年至 2015-2020 年世界低生育率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来源：联合国（2019）。 

 

图 1b：1960-2017 年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来源：人类生殖数据库(2019); Eurostat (2018); 各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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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普遍趋近于更替生育率，但如今低生育率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存在长期的“大分化”（Billari，2018:15； 

McDonald，2006；Rindfuss et al.，2016）。图 2 显示了中等低生育率（每名妇

女生育 1.7 至 2.2 个孩子）和很低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 1.6 个孩子或更少）的

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对比
6
（McDonald，2006；Rindfuss et al.，2016；Billari，2018）。 

图 2. 2010-15 年的总和生育率和 1974 年出生妇女的终身队列生育率 

 

 

来源：联合国 (2019); 人类生殖数据库 (2018); Yoo & Sobotka (2018); Wittgenstein Centre (2016)。 

注：西欧（东部）包括奥地利、德国和瑞士；西欧（西部）包括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和荷兰；东亚（不

含中国）不包括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等低生育率的国家通常包括北欧、西欧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很低生育率集中在南欧、中欧和东欧、德语国家

以及东南亚和东亚。后两个地区是低生育率的特别热点地区。最极端的是韩国，

2017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05，为全球最低。2017 年，中国台湾、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在 1.13-1.16之间，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 1.3-1.4

之间（European Demographic Datasheet, 2018;人类生殖数据库，2019；各国统计

局）。在一些城市中，生育率甚至更低：例如，首尔在 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6 用时期生育率指标来衡量，这种差异更为明显；用队列指标来衡量，这种差异则不那么明显，尽管这两

种指标来衡量，差异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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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KOSIS，2019），而中国最大的一些城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

十年的总和生育率低至 0.8（Guo and Gu，2014）。 

除了人口生育率的综合指标外，还需要考察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实际出生子女

数量。图 3 显示，几乎在所有国家（除了美国），妇女一生中最有可能生两个孩

子。但是，各国间生育 3个及以上子女的妇女所占比例和不生育的妇女所占比例

有很大的异质性。在大多数中等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 3 个及以上子女的妇女比

例相对较高，尽管一些国家（例如荷兰和英国）不生育的妇女比例也较高。相比

之下，在很低生育率的环境中，生育 3 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一般较小。具体

而言，在东欧和韩国（图中未显示），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比例较高，而不生育

妇女的比例较低。而在南欧、中欧和日本，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和不生育的妇女

的比例同时都较高。日本是世界上不生育比例最高的国家，29%的女性到 42 岁

时仍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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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出生子女数量的妇女比例（地区）（1971-1975 年出生的妇女） 

a) 生育率中等低(moderately low)的国家 

 

b) 生育率很低(very low)的国家 

 

 

注：数据显示妇女 42 岁之前（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为 45 岁之前）所生育子女的数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42 岁时的终身队列生育率。数据中各国妇女的出生年份为：乌克兰 1971 年；中国台湾、俄罗斯联邦、挪

威、英格兰和威尔士 1972 年；葡萄牙 1973 年；日本、白俄罗斯、西班牙、捷克、荷兰、瑞典和美国 1974

年；奥地利 1975 年。英国数据只含英格兰和威尔士。 

来源：Sobotka, Matysiak and Brzozowska（2019）。数据来自：人类生殖数据库（2019），各国统计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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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很低生育率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近 30%（UNFPA，2018）。下

面的综述主要聚焦于很低生育率背后的影响因素。 

 

2. 生育推迟 

人口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无一例外，推迟生育在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的过程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Kohler, Billari & Ortega，2002；Lutz, O'Neill & Scherbov， 

2003；Morgan，2003；Sobotka，2004，Bilari，2008；Sobotka，2017）。Kohler, 

Billari 和 Ortega（2002: 642）创造了“推迟转变”一词来描述发达国家的初育模式

从早期到晚期的转变，他们认为这反映了青年人对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相关的高

等教育扩张的理性反应。的确，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

国家中的 22-26 岁左右，大幅增长至现在大多数国家中的 26-30 岁，且在意大利、

西班牙、瑞士、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已经超过了 30 岁（VID，2018）（图 4）。 

 

图 4：1970-2017 年选定国家中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 

 

数据来源：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Yoo 和 Sobotka（2018）。 

 

推迟生育导致当代生育率低的一种途径是通过对时期总和生育率产生人为

抑制效应（专栏 1）。这种所谓的“进度效应”与平均生育年龄的增长速度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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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而且可能相当大（Bongaarts & Feeney，1998）。在对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早期总和生育率为 1.3 或以下的欧洲国家的分析中，Sobotka（2004）使用

Bongaarts 和 Feeney（1998）的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证明，相对于更替水平，高

达三分之一的总和生育率赤字可以用生育时间向高龄生育的转变来解释（参见

Goldstein et al.，2009 和 Bongaarts & Sobotka，2012）。使用进度与孩次调整指

标的最新估计结果表明，在生育时间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2014 年欧盟的时

期生育率将会是 1.75，而不是 1.57（VID，2016；VID，2018）。换言之，推迟

生育已经使每位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平均降低了 0.18，尽管在各个国家中这一影响

的估计量存在差异（VID，2018）。欧洲以外，Yoo 和 Sobotka（2018）的研究

表明，进度效应也导致韩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具

体来说，他们估计推迟生育使得这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 1981 年到 2015 年间平

均降低了 0.33。 

然而，这些研究也表明，即使消除了测量偏差，许多国家的实际出生数（或

生育率数量）也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进度效应并不能完全解释低生育率。事

实上，生育推迟也可能会通过生物学机制影响生育率数量。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

“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人口的证据显示，妇女的生育能力(fecundity)从 25

岁左右开始下降，从 35 岁左右开始加速下降（Bongaarts，1975；Leridon，1977；

Wood，1989，Mills et al. 报道，2011: 849）。此外，男性年龄被强调为不孕的

一个独立风险因素（Dunson et al.，2004）。引用 Morgan 和 Taylor（2006: 380）

的话，“总体而言，推迟生育意味着放弃一些生育。” 

2.1. 现代避孕的普及 

促进生育“推迟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靠的避孕方法（尤其是避孕药，

以及避孕套和性交后紧急避孕）的普及。这些技术通过赋予妇女对怀孕时间的高

度控制权，从而使她们能够投资教育，而无需付出禁欲或推迟结婚的高昂代价（这

在避孕药出现之前是常有的现象）（Goldin & Katz，2000）。就美国而言，Goldin

和 Katz（2002）的研究表明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避孕药的普及如何导致了受过

大学教育的女性马上推迟其初婚年龄，她们现在可以投资于教育和长期的职业生

涯，同时还能保持性活跃。与此同时，有效避孕措施的广泛普及降低了曾“抬高”

生育率的非意愿及非计划怀孕和生育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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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欧和西欧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及中欧和东欧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现代避孕方法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Sobotka，2011）。但是，在某些国家（例如意大利和日本）大比例的妇女继

续使用传统避孕方法或根本不避孕，低生育率仍旧是这些国家的特点。这表明了

我们如下将讨论的其他更为长远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这些长远的决定因素包括：“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下所涵盖的家庭价值观

念和偏好的变化；经济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及养育子女的直接

成本；以及工作和家庭兼容性的相关制约因素，尤其是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工

作场所条件和托儿服务的可及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远因素是通过以下途径

来发挥作用的：通过推迟初育产生效应（进度），通过减少向二孩和更高孩次生

育的转变产生效应，以及通过增加不育产生效应（数量）。长远因素并不是相互

排斥的，也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构成了一套更宽泛的制度条件，使个人和夫妻

很难实现他们的生育意愿（Rindfuss & Choe，2015，2016）。 

 

3. 观念的改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最早对出现少子化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做出总体描述的理论之一（van de Kaa，1987，1994；

Lesthaeghe，1995，2010）。这一理论将最先出现在北欧和西欧的生育率、伴侣

关系和居住安排的各种变化与价值取向上发生的剧烈转变相关联。其作者们借鉴

了 Maslow（1956）和 Inglehart（2003）的著作，强调了从与家庭相关传统规范、

责任和思想观念向新的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包括摒弃制度控制、

个人的自我实现，以及强调了生活方式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关于生命历程“个

性化”的社会学文献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主题（Beck & Beck-Gernsheim，2001）。 

有人认为，这种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一系列行为，包括：推迟结婚、同居取代

婚姻、更多的婚姻不稳定性和更多的婚外生育，以及出现少子化偏好、推迟生育、

更多的自愿不生育以及生育率持续下降到低水平。重要的是，作者承认经济发展

和结构变化（例如高等教育和性别公平（gender equity)的提高）对这种思想观念

转变的贡献（Surkyn & Lesthaeghe，2004），但文化变革才是该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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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宏观层面上，那些在观念变革方面最先进的国

家也应该是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行为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实际上，价值观的改变似

乎确实与某些家庭行为有关。例如，后物质主义（通过 Inglehart 后物质主义指

数7衡量）与平均初婚年龄、同居和总离婚率之间呈正相关，与总初婚率呈负相

关（van de Kaa，2001）。同样地，Sobotka 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价值观和态度综合

指数8与生育推迟（以妇女平均初育年龄衡量）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与 25 岁

以下生育率呈负向强相关，与生育推迟的速度（以开始推迟初育以来女性平均生

育年龄增加 2 岁的日历年衡量）也存在很强的关联（Sobotka，2008a）。 

但是，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测相反，那些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价值观方

面取得最大进步的欧洲国家（例如北欧国家、荷兰和法国）的生育率并没有下降

到很低的水平；相反，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这与大龄生育的强力恢

复模式有关（Sobotka，2008a；Sobotka，2017）。在解释这种双变量宏观层面的

相关性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这种相关性可能会受到生态学谬误、未观察到的因

素的混淆以及国家特定时间轨迹的影响（Sobotka，2008b）。第二次人口转变最

先行的国家中性别公平程度相对较高，可能这一点可以解释这种关联：性别公平

与第二次人口转变价值观和更加适度的生育率均密切相关（见第 5.1 节）。其次，

许多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对婚外生育率持有更宽容的态度，这可能会为组建家庭提

供更多机会，从而弥补婚姻生育率的下降（Sobotka，2017）9。事实上，在国家

层面，总和生育率也与婚外生育比例呈正相关。然而，这也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

论的预测相反，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观念的改变会导致非婚生育率上升和生

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因此总和生育率与婚外生育率之间应呈现负相关。总体而

言，这些跨国研究对第二次人口转变作为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仅提供有限的支持。 

 
7 Inglehart 的后物质主义指数（Inglehart，1997）衡量个人持有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个人自我表达和生

活品质）而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程度。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

一种调查工具来衡量，该调查要求受访者从以下 4 项中选择他们的第一和第二优先事项：1. 维护国家秩序；

2. 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给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3. 应对日益上涨的物价；4. 保护言论自由。实际上，选

择第 1 项和第 3 项作为优先事项的受访者被归为物质主义者，而选择第 2 项和第 4 项作为优先事项的受访

者被归为后物质主义者。  
8 该指数基于 1999-2000 年对 29 个国家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中的 8 个问题。具体而言，该指数涉及诸如

世俗化、儿童和休闲的重要性、性别公平、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意识、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以及伦理等领域

（见 Sobotka，2008a）。 
9 有趣的是，婚外生育率自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以来增加，之后，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包括北欧国家

和美国）已出现了稳定甚至下降的迹象（UNFPA，2018）。探讨这些趋势对未来生育的影响会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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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进一步批判来自生育偏好研究。尽管有证据表明，

欧洲人为人父母的动机在变化，生活方式因素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也在增加

（Sobotka，2008b），但其对孩子的渴望仍然相对较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非

常稳定。最近，Sobotka 和 Beaujouan（2014）对 1979-2012 年欧洲多国价值观调

查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 60%的妇女认为生育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 

人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偏好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即理想家庭规模的概念是模糊

的，可以接受不同的解释（Philipov & Bernardi，2011），而且可能不包括对不

生育的偏好（Blake，1974）。此外，个体的回应可能会受到他们目前家庭规模

的影响而有所偏倚（Hauser，1967）。然而，总体而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预

测的普遍少子化生育偏好似乎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证实：大多数国家的理想生育率

（desired fertility）与实际生育率之间存在差距，这意味着夫妇实现其生育偏好

的能力受到限制。在生两个孩子的理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是个例外，许

多城市的女性表示只希望生一个孩子（Basten & Gu，2013）。但是，中国对小

规模家庭的偏好似乎不太可能反映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的思想观念改变，而更

多地反映了生育制约因素的影响。以下两节将探讨夫妇面临的两大制约因素，这

些制约因素被认为是低生育率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制约因素与经济挑战有关，包

括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养育子女相关的直接成本。第二方面的制

约因素是兼顾生育、养育子女与职业发展相关的挑战，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4. 经济制约 

4.1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今，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年轻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Billari，2008；

Sobotka, 2017；UNFPA, 2018）。在过去 40 年里，由于高等教育不断扩张，以及

快速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发展，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这些变化减少了许多之前由

年轻人从事的工作机会（Adserà，2018）。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日

益提高，过去有长期保障的工作已被短期的、不稳定的合同工作取代，而合同工

作的薪水通常也较低。在发达国家，与前几代人相比，20 多岁和 30 多岁人群的

实际收入已停滞不前或下降（Rahman & Tomlinson，2018），年轻人“‘无法’

茁壮成长”（Sandersonet al.，2013）。经济状况恶化现象在中低教育水平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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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为明显，并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Adserà，2017），未来这些中低

教育水平人群的生育率有可能出现急剧下降。 

从地理位置层面上讲，南欧年轻人的经济状况尤其岌岌可危，自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其失业率便一直居高不下。2016 年，西班牙（21.7%）、希腊（23.5%）

和意大利（26.0%）15-29 岁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NEETs）比例已超过

2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为 13.2%（OECD，2018a）。

1997 年经济危机后，东亚国家实行旨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自由主义政

策，临时就业出现激增（Ma，2014）。Tsuya（2015）指出，在日本，keijaku（提

供有限社会保险的固定期限工作），haken（由代理机构将工人派到某一组织中

固定期限的合同制工作）和 freeta（没有稳定工作，从一份临时工作跳到另一份

临时工作的年轻人）急剧增长。Lee 和 Choi（Lee & Choi, 2015）也强调，韩国

在危机过后，经济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从理论角度来看，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促使夫妻延迟包括生儿育女

在内的长期不可逆义务（见 Balbo et al.，2013；Blossfeld，2005）。伊斯特林经

济剥夺模型（Easterlins, 1976）表明，纵观历史，在经济不稳定和失业率上升时

期，人们结婚生子的欲望会降低；同样地，Rindfuss 和 Vandenheuvel（1990）也

强调所谓生育子女的“可负担性条款”。一般认为，先就业后成家的社会常规进一

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对推迟生育的影响（Thévenon，2015；Brinton，2018）。 

一些实证研究亦为这些理论观点提供支持。Fahlen 和 Oláh（2018）表明，

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首次生育意愿呈现负相关，尤其在男性中尤为明显。

Adserà（2004）在对 23 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宏观分析后发现，在南欧普遍存在

的高失业率、高比例自营职业和固定期限（不稳定）合同工作使生育率出现下降

态势，这一情况在较年轻群体中尤为突出。与此一致的是，Mills 等（2005）在

14 个国家的对比中发现，临时工、工作不稳定或青年期失业的经历增加了推迟

首次生育的可能性。同时，Adserà（2011）对 12 个欧盟国家分析后表明，在高

失业率国家且本身无工作（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或从事临时合同工作的女性中，

推迟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大。 

重要的是，经济不确定性对生育率的影响似乎受到国家层面体制因素的制约，

包括福利制度和性别制度的性质。在有强有力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如挪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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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与南欧相比，经济不确定性对推迟首次生育的影响较弱（Mills et al.，2005；

Adserà，2004）。其次，在诸如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男性负担家计的国家中，

女性面临着不确定的就业条件，她们更有可能生育孩子（而非减少生育），这或

许反映出女性在这些环境中缺乏职业机会（Mills et al.，2005）。此外，Kreyenfeld

（2010）指出，在德国，对经济不确定性的不同反应取决于女性的教育水平：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倾向于通过生育子女来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而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女性则倾向于推迟生育。无论是采用客观（失业）还是主观（对经济环境

和工作不安感的恐惧）的方式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均可发现人们不同的反应。 

经济衰退和其他冲击的影响加剧了经济不安全的长期趋势。大多数研究已证

实，“后过渡期”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生育率之间呈顺周期关系（Sobotka et al.，

2011；Currie & Schwandt，2014；Comolli，2017）。例如，1989-1991 年间，随

着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

革，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并持续了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Sobotka，2011）（专

栏 2）。在东亚，Kim 和 Yoo（2016）的研究表明，1997 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生

育率下降，这也受到了推迟结婚的影响。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证据表明，2008

年的经济衰退与几个国家（例如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的生育率增

长停滞以及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罗马尼亚和西班牙，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前期生育率上升的逆转相关（Basten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衰退

期间，25 岁以下年轻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尤为明显（Lanzieri，2013；Goldstein et al，

2013），这意味着衰退推迟了生育时间，而非导致终生生育数量下降（Sobotk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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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和生育率崩溃 

1989-1991 年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重大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对整个地区的生育率和家庭行为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生育率已逐渐下降，但 1990 年前后的政治体制

变化致使时期生育率大规模、广泛下降，同时还出现（也是生育率下降的一部分原因）

推迟生育现象（Sobotka，2011）。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高通货膨胀、失业率迅速上升（尤其

是女性失业率上升）、丧失以前有保障的就业和收入权利、大幅削减社会支出，以及

贫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Hakkert，2014）。这些变化使得大部分人口无法负担

生育费用。与此同时，一些制度，包括住房优先分配制度，减少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制

度，以及许多家庭政策——所有这些曾经支持普遍的早婚早育的模式均出现崩溃态势

（Sobotka，2011）。高等教育也发生变化，由于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以及教育在就

业前景方面的回报增加，大学入学率也迅速上升（高等教育被视为就业之外的另一种

合理的选择）（Kogan & Unt，2005）。高等教育的扩张是推迟建立配偶关系、婚姻

和生育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如 Kantorová，2004 年对捷克的研究，被 Sobotka，2011

引用）。 

除了这些经济和制度变化外，普遍的社会动荡与规范和价值观的迅速变化相关，

包括一些人中“无规范感”、失范和“迷失方向”的增加（Philipov，2002）。具体来说，

Perelli-Harris（2008：1163）认为，不确定性和社会失范，加上对“高质量”子女的渴

望，可能是乌克兰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的原因，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

了对外界环境的控制”。 

重要的是，尽管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育率趋势相似，但 Sobotka（2011 ）

发现，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生育率模式存在重要差异。一方面，在实际工资下降最明

显、不确定性最大和社会保障最低水平的国家中，经济转型似乎有助于维持早期生育

模式，并限制生育推迟情况，如立陶宛、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

（Sobotka，2003b，Billingsley，2010）。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和社会

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中，以中欧为代表，出现普遍推迟生育现象，这是造成时期生育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Sobotk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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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成本 

除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外，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以及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这些成本的增加，也解释了生育率向很低的水平转变的原因（Thévenon, 2015; 

UNFPA, 2018; Rindfuss & Choe, 2015, 2016）。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抚养

一个子女所需费用约占无子女夫妻预算的 15-30%（OECD, 2011; Thévenon & 

Luci, 2012, reported in Thévenon, 2015: 100）。这些费用包括食物、衣服、儿童托

育、交通和休闲，以及其他。这篇综述主要关注两项特别重要的成本：住房和子

女教育。 

4.2.1 住房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拥有合适自己的住房被视为组建家庭的先决条件。因

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很难获得住房，夫妻可能会选择推迟或避免生

育（Rindfuss & Brauner-Otto, 2008; Rindfuss & Choe, 2015, 2016）。在一些东亚

国家，住房负担能力是一个特殊问题。Holliday （2014, 被 Basten, 2015 引用: 72）

对 360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平均房价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14.9 倍，是全球购房负担最重的城市。与此同时，在一项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30- 40 岁中产阶级的商业调查中，53%的单身受访者表示会推迟结婚以增加储蓄

时间，而买房则是是他们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Chen, 2013, reported in Basten in 

Rindfuss & Choe, 2015: 73）。这些发现与 Yi and Zhang（2010）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住房经济分析结果一致，分析发现房价每上涨 1%，总和生育率就会显著下降

0.45%，这表明从 1971 年到 2005 年间，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约 65%的生育率下降

可合理地归因于高房价通胀。 

在韩国，不仅房价高，其独特的物业租赁制度（又称作“jeonse”）也使得

房屋租金非常昂贵。在这种制度下，居民需要支付一大笔首付款，其利息可以代

替每月租金；当租户离开时，首付款会返还给他们（Lee & Choi, 2015）。因此，

Lee 和 Choi（2015）指出，即使是租房，大多数年轻人也需要获得抵押贷款，这

是导致该国低生育率的一个因素。除直接费用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住房面积

有限已被确定为低生育率的一个决定因素（Basten, 2015）。这里新房的平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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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只有 45 平方米，相当于人均约 15 平方米的居住空间（Wilson, 2013, 被 Basten, 

2015 引用）。 

与此同时，在南欧，租赁和社会住房的比例很低，获得抵押贷款也很困难，

部分原因是针对租赁和信贷市场的法规很少（Tanturri, 2016）。Mulder（2006）

指出，意大利的抵押贷款机构要求的预付定金比例高达 50%，这使得年轻人很难

站稳脚跟，从而导致推迟生育。此外，贷方往往不愿意向无稳定工作的个人提供

贷款，不论其长期收入潜力如何（Tanturri, 2016）。在此情况下，住房市场和上

述经济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则是南欧低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该地区强烈渴望

拥有住房的社会规范让问题更加复杂化，正如 Mulder 和 Billari（2010）所观察

到的，这与国家层面的低生育率相关。与西北欧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租房

更为社会所接受（Mulder & Billari:2010）。总体而言，尽管进行了理论研究，但

目前有关住房在低生育率中作用的高质量实证分析还很有限。未来的研究应该关

注这个领域。 

南欧艰难的自有住房制度（较难获得住房）、青年人经济条件不稳定以及延

长的受教育时间，使得很多超过 30 多岁的年轻人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Iacovou,2010; Mencarini & Tanturri, 2006）。事实上，Tanturri（2016）估计，

在 25-35 岁的意大利人中，超过 44%的人仍然住在父母家里。虽然东亚低生育率

国家缺乏类似可比较的关于成年-离家的人口学分析，Suzuki（2008：37）观察

到，在韩国，出现了“袋鼠族” (“kangaroo-jok”)一词，用来描述那些推迟结婚和

离开父母家的单身成年人。 

根据 Dalla Zuanna（2001）的研究，这种推迟离家的行为通过缩短可生育的

间隔导致了生育率下降。这同时也是间接原因，因为它减少了青壮年对风险的暴

露（可以说对生育是有益的），并且由于年轻男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缺乏经验，因

此当他们最终离开家时，会给其女性伴侣带来双重负担（详见 5.1 节）。南欧强

烈的家庭主义文化加强了这种跨代居住的结构性驱动因素。Dalla Zuanna（2001）

指出，父母家中两代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高度舒适的环境致使孩子们久久不愿离

开。结果便出现一种矛盾情况，即在强调家庭文化的国家中，反而生育率却很低

（Dalla Zuanna, 2001; Dalla Zuanna & Micheli, 2004; Livi-Bacci;2001; Reher, 

1998），Livi-Bacci 将此总结为“孩子太少，家庭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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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教育 

儿童教育的预期和实际成本是导致生育率很低的第二个因素，尤其在东亚地

区。根据 Anderson 和 Kohler（2013）所引证据，这些社会具有强烈的儒家价值

观，强调教育是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手段。Sorensen（1994）认为，这与来自西方

的文化影响相结合，已引发出一种强烈的全民为大众教育奉献的精神。与此同时，

Tan 与其同事（2016）关注了东亚国家大学的择优录取制度、严格的大学等级制

度、以及基于大学声望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状况。这使得受教育程度，即使是在年

龄很小的时候，也至关重要（Tan et al, 2016）。 

Anderson 和 Kohler（2013）认为，所有这一切使得父母之间为了望子成龙

从而产生巨大压力和竞争。这种“教育军备竞赛”（Jones & Hamid, 2015:36）或“教

育狂热”（ Anderson & Kohler, 2013: 196），以及在子女教育上的大量投资，使

得养育子女非常昂贵。2009 年，韩国超过 75%的儿童接受过某种形式的私立教

育（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9, 被 Anderson & Kohler, 2013 引用）。

这些包括英语幼儿园和补习班（韩国的 hagwon，日本的 juku），为重要考试作

准备（Anderson & Kohler, 2013; Tsuya, 2015）。在韩国，把子女送去上这些课外

班似乎已成为社会规范，而且不这么做的父母就可能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Lee, 

2011; Anderson and Kohler, 2013）。除了金钱成本外，由于几乎全都是母亲负责

子女的教育发展，因此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大量投资对女性来说也是一种时间上的

机会成本。其结果是质量与数量的权衡，父母更愿意少生育孩子，以确保其现有

子女更成功（Anderson and Kohler, 2013）。 

在对日本的定性研究中，母亲们最常把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尤其是课外活

动费用，作为其就业的原因（Tsuya & Choe, reported in Tsuya, 2015）。与此同时，

在 2012 年的韩国国家生育率调查 (Korean National Survey on Fertility, Family 

Health and Welfare) 中，从家庭健康和福利方面来说，超过半数的已婚女性受访

者表示，就业不稳定、收入低、子女教育成本等经济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生育更多

的孩子的原因（Kim et al., 2012, 被 Lee & Choi, 2015 引用: 116）。Anderson 和

Kohler（2013）在宏观层面的定量研究中发现，韩国各省的家庭教育支出与生育

率呈负相关关系。同样地，Ogawa 与其同事（2009）的研究也表明，在韩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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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台湾省和泰国，对儿童直接的公共和个人支出与生育之间成反向相关关

系，尽管不可否认，这些宏观层面的关联无法解释因果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教育成本也以高等教育的高成本和相关的学生债务的形式间

接导致推迟生育和低生育率。根据最新估计，2019 年第一季度，美国学生债务

总额为 1.49 万亿美元，相当于占所有未偿家庭债务的 11%，这也是个人债务的

第二大来源，仅次于抵押贷款（9.2 万亿美元）（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2018）。一些作者将学生债务的快速增长与近期年轻人中“回巢族”现象的增加联

系起来（Bleemer et al., 2014; Davidson, 2014），而这反之又推迟了他们向成年生

活的转变，比如与伴侣一起生活以及生育子女（详见第 4.2.2 节）。Addo（2014）

根据 1997 年美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教育贷款债务的女性比无此类

债务的女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以及推迟向同居的过渡，Nau 及其同事（2015）发

现，学生贷款往往会推迟女性的生育率，尤其是在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目前，

对学生债务与生育率之间联系的定量研究有限，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以及教育支

出对东亚低生育率的作用，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事项。 

5. 兼顾工作和生育 

第二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将生育、抚养子女与有酬工作相结合的挑战，特别是

对女性而言。这些限制因素强调了在当代社会生育子女的间接或机会成本。在过

去的 50 年间，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并且在发达国家中基本趋同。2017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25-34岁女性平均劳动参与率10为 72.4%，

高于 1970 年的 44.5%（OECD, 2019）。就业已成为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

（Goldin，2006）；有自己的收入已成为女性经济保障的重要来源（Rosenbluth，

2007）；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夫妻双方均有收入的需求日益增加（Frejka et al., 

2010）。 

在北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讲英语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

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伴随着促进工作和生育相结合的社会和体制改革。然而，在

许多南欧、中欧、东欧和东亚国家，传统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规范依然存在。其结

 
10  对于给定的年龄和性别群体，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方法是劳动力除以该年龄群体的人口规模。劳动参与

率适用于 15 至 64 岁的各年龄组工作年龄人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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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导致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产生冲突，而对夫妻来说，便会减少原本想生育

的子女数量。 

在发达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TFR）之间的跨国关系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关联为负相关（女性劳动参

与率高的国家总和生育率（TFR）较低），但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种关系出

现了逆转（Brewster & Rindfuss, 2000; Ahn & Mira, 2002; Kögel, 2004）11。目前，

总和生育率（TFR）最高的国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

社会和体制改革使工作和生育关系最为协调。下文将重点讨论将通过对工作和家

庭相容性的影响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三种具体文化和制度约束：1）家庭层面的性

别（不）平等，2）工作环境，和 3）提供托儿服务。 

5.1 家庭层面的性别不公平 

在一系列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McDonald（2000a，2000b，2006）认为，

国家层面的低生育率源于公共和个人领域性别公平的不对称12。在公共领域，女

性的机会大大增加。在发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目前 25-35 岁的女

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男性多（OECD，2017）。此外，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

率的绝对差距已经缩小：1970 年，15-64 岁的男性劳动参与率为 85.8%，女性为

47.6%；2017 年，男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86.2%和 64.0%（OECD，2017）。 

然而，在南欧、中欧、东欧以及东亚，家庭层面的性别公平程度通常相对较

低。这些社会往往以传统的男权性别规范为特征，女性承担了家务、抚养子女和

照顾长辈的大部分责任（Rindfuss & Choe，2015，2016）。例如，在日本和韩国，

女性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和照顾子女上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而男性只有 45 分钟

或更少（OECD，2018c）。Tanturri（2016）以意大利为例指出，“职业母亲”（working 

mother）仍被否定，欧洲社会调查（2008）数据显示，四分之三的意大利人认为，

若母亲参与工作，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结构性因

素亦强化了这种性别不平等态度，例如，学校的上课时间通常比正常工作时间短

得多（Tanturri，2016）。 

 
11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有几个国家的负相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Kögel，2004），但这种逆转并

未在个人层面上得以实施（Engelhardt 和 Prskawetz，2004）。 
12 McDonald（2013：983）使用“性别公平”（gender equity）而非“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来表示对“认
知上的公正”而非“结果的严格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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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共/私人领域的性别公平发展不对称已导致了 Esping-Andersen（2009）

所称的“不完全性别革命”（incomplete gender revolution）。其结果是让那些希望

工作的女性面临双重负担或“第二班岗”（second shift）（Hochschild & Machung，

1989），以及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相比之下，北欧国家较高的家庭领域性别公

平降低了抚育儿童的间接成本，使其实际生育率更接近预期、更替水平13。根据

Esping-Andersen 和 Billari（2015）以及 Goldscheider 等人（2016）所述，这种向

两性更加平等的转变和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是实现更高生育率的先决条件。 

有趣的是，Goldschieder 与其同事（2015）也认为上述第二次人口转变一些

行为特征的出现，即结婚率低，离婚率高（以及很低的生育率），实际上可解释

为“不完全性别革命”，而无需援引观念的改变。具体来说，他们建议在不增加

家庭性别公平的情况下，增加妇女受教育程度和进入职场的机会（性别革命的前

半部分），已对传统家庭造成了压力。例如，女性独立程度的提高可能减少了结

婚或维系不理想婚姻的必要性，而如上文所述，职业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亦增加

了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指出，

目前北欧国家和其他西欧国家中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上升（性别革命的“后半

部分”）可能会起到巩固家庭的作用：男性角色的更加平等化可提高夫妻间的关

系满意度，降低离婚可能性，而父亲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可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

从而提高生育率。 

Myrskylä 等人（2011）证明，在高度发达国家，发展（以卫生、收入和教育

衡量）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取决于高度的社会性别平等：在人发展水平高而性别

平等水平低（以性别差距指数14衡量）的国家中，其生育率往往很低，且呈现下

降趋势。然而，基于 2015年后数据的相关研究对此提出一定质疑（Sobotka，2018）。 

几项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层面纵向研究表明，更平等的家庭劳动性别分

工增加了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这一研究发现为性别公平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Oláh（2003）发现，在瑞典（双职工/双托育家庭模式）和匈牙利（相对更加不

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父亲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均与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增加

 
13  有趣的是，近年来，尽管有促进性别公平和工作生活平衡的优势政策（Gietel-Basten，2019），但英国、

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如芬兰和挪威）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趋势。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较低的时期总

和生育率（TFR）是否会导致队列生育率下降，但研究这些趋势的未来进展将至关重要。. 
14 世界银行编制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从四个基本范畴（分类指数）和构成这些范畴的 14 个不同指标对男

女之间的差距进行了考察。分类指数包括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获得、卫生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最高得

分为 1（平等），最低得分为 0（不平等）（World Bank，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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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这与北欧国家的进一步证据相一致，这些证据表明，父亲参与照顾第一个

子女会促进生育二孩（Duvander & Anderssen，2006；Duvander 等人，2008；

Lappegard，2009）。与此同时，在德国，Cooke（2004）表示，尽管不能完全抵

消女性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丈夫照顾子女时间的增加提升了生育二孩

可能性：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中，与双职工家庭相比，由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初

次生育三年后生育二孩的几率是前者的两倍左右。 

Torr 和 Short（2004）、Cooke（2009）分别基于美国和意大利的数据，论证

了在妻子参与工作的情况下，更平等的家务分担对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有积极影响。

然而，2015 年 Miettinen 与其同事在芬兰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更细微的发现：

尽管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少，后续生育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男性更多地参

与家务对生育率毫无影响（尽管男性参与儿童托育确实增加了后续生育的可能

性）。他们推测，之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

是因为在此类男性贡献更多的家庭中，女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本身就更少

（Miettinen 等人，2015）。 

在东亚，Kim（2017）和 Yoon（2017）发现，在韩国，丈夫花在家务劳动

上的时间增加了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尽管 Yoon（2017）发现，这种积极作用仅

在每天丈夫的家务贡献时间在 3 小时或以上才有效。在日本，Nagase 和 Brinton

（2017）得出结论，在双职工家庭中，丈夫对家务工作贡献增加是生育二孩的重

要预测因素，尽管这种影响在由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中表现并不显著。 

对性别公平理论的进一步支持来自最近的定性研究，这些研究对定量研究的

结论进行了更加细微具体的补充。Freeman et al.（2017）在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32 位家长进行的定性访谈中发现，女性在育儿方面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这种男

女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家务责任，以及女性由此遭受的家务疲劳、社会孤立和对预

期生活状态的限制，对只有一个子女的女性来说，是限制其进一步生育的最明晰

的预测因素。 

Brinton 与其同事（2018）在对两个中等低生育率国家（瑞典和美国）和两

个生育率很低的国家（日本和西班牙）高学历年轻人的深度访谈进行比较分析后

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是日本生育率一个非常显著的限制因素，但由于家庭中的

性别分工专门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种说法很少被提及（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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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析揭示了两个生育率很低的个案的“特殊性”（第 304 页），家庭中的性

别不平等在日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西班牙则不那么重要。据报道，西班牙的

态度更为进步（progressive）：大多数来自西班牙的受访者表示，无论男性还是

女性都应该在职业上有所投入，以避免未来失业及工作不安感，同时，与日本男

性相反，西班牙男性认为若作为男性伴侣能在家务中投入更多时间，则夫妻可能

会考虑生育更多的子女。对于西班牙的生育理念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经济和

劳动力市场的不安感是受访者给出的一个更重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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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07 年，2017 年；日本，2017 年日本统计资料 

专栏 3：婚育关系 

在东亚地区，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直接因素是婚姻和生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对

传统儒家规范的坚持意味着在这些社会中仍存在强烈反对婚外生育现象。此外，结构因

素可能在若干情况下加强了这些社会文化规范。Bumpass（2009）指出，在日本，非婚

生子女在人口统计中仍被列为非法（hi- chakushutsui -shi），且只有获得婚内出生子女的

一半继承权的资格（Taeuber，1958，Tsuya & Choe，1991，被 Bumpass et al.，2009 引

用：218）。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近年有小幅上升，但非婚生育的比例仍然很低，在

日本和韩国约为 2%，香港特别行政区为 5%。相比之下，2016 年一些欧洲和英语国家

的这一比例超过 50%，包括：法国、冰岛、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瑞典，

其中冰岛的比例尤其高（70%）（OECD，2018d）。 

在东亚社会中，婚姻实际上已成为生育率的“看门人”，鼓励推迟或拒绝婚姻的因素

使生育率出现推迟和降低趋势。（Frejka et al.，2010：596）。事实上，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出现了大量推迟和逃避婚姻的现象，与此同时生育率也迅速下

降。自 1980-1981 年至 2015-2018 年间，香港 35-39 岁未婚女性比例从 4.5%上升到 22.0%，

日本从 5.5%上升到 23.9%，韩国从 1.0%上升到 19.2%，新加坡从 8.5%上升到 16.7%。

男性的升幅比例更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由 15.2%升至 28.7%，日本由 8.5%升至 35.0%，

韩国由 1.7%升至 33.0%，新加坡由 10.5%升至 20.2%（图 5）。Kim（2018）的分解分析

研究显示，2000 年至 2017 年间，韩国已婚女性比例下降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Kim 估计，在此期间超过 50%的生育率下降是由于婚姻减少导致的，而女性

人口数量减少和婚姻生育率下降，分别解释了生育率下降的 30%和 16%。 

图 5：东亚国家 35-39 岁单身男性和女性比例 1970-2018 年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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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职场环境及政策 

在家庭层面内，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使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和生育。职场环

境的不同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同时也限制了生育选择。如 4.1 节所述，

高失业率、自营职业和不稳定的合同职位往往会降低生育率（Adserà，2004，2005，

2011），这是导致南欧生育率很低的一个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Rosenbluth（2007）强调了在从事具有福利和晋升机会的工作、

或在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生涯后重返职场时，雇主对女性员工的直接歧视带来的影

专栏 3：婚育关系（续） 

导致东亚地区推迟结婚与越来越多地避免结婚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拒绝

所谓的“婚姻包袱”——它指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且由已婚女性承担的角色（包括家务劳

动、照料老人和儿童及他们的教育发展）。根据日本 1994 年、2000 年和 2009 年的全国家

庭调查数据，Tsuya（2015）强调了婚姻对女性生活造成的变化：三分之二的未婚女性每

周只做十小时以下的家务，而 40%-60%的已婚女性则要每周做三十个小时甚至更多。相比

之下，无论婚前婚后，男性每周做家务的时间为大约 2-4 小时。考量前文所提到的教育与

就业机会的扩增，以及与新价值观的接触和其对应的时间需求，对于女性而言，结婚似乎

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缺乏吸引力的人生选择（Bumpass et al., 2009）。第二个因素与婚姻

市场的紧缩有关。东亚社会群体往往以稳定的“慕强择偶”（hypergamy）系统为特征，

在这种制度下，女性会嫁给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Jones & Gubhaju，2009；

Raymo et al.，2015）。然而，随着女性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扩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以

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被挤出了婚姻市场。Raymo 和 Iwsawa（2005）的研究表明，

日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中年龄特定的已婚比例下降，其原因有三分之一是由配偶可供

选择性发生了变化造成的。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被排挤的遭遇被视为东亚跨境婚

姻增加的关键驱动因素（So，2003；Jones & Shen，2008）。 

最后，Raymo et al.（2015）指出，在东亚，长工作时间和性别隔离的职场环境使人们

很难找到伴侣。在此情况下，婚内生育的强大文化规范（strong cultural norm of childbearing 

within marriage）似乎与下一节讨论的职场因素产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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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她认为，这些阻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不会使她们放弃自己的职业，

反而会促使她们更加努力地争取成功，最终导致生育率受到影响。 

在日本和意大利，这种歧视尤为特别（Rosenbluth，2007；Rindfuss，Choe，

2015）。据了解，在意大利，一些雇主会让育龄女性签署一份未注明日期的辞职

信，以备怀孕时使用（Rindfus，Choe，2016）。此外，就韩国而言，Ma（2014）

指出，在 1997 年经济危机后的十年间，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时经历了劳

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在其返回职场后往往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 

根据 Estévez-Abe（2007）的研究，可能存在的歧视以及女性职业中断的代

价，与国民经济建立在企业或行业的特定技能而非一般技能基础上的程度有关；

这又往往是长期政治和历史因素的产物。与此假设相一致的是，Rosenbluth（2007）

强调了日本和德国（很低生育率）与美国和瑞典（中等低生育率）劳动力市场间

的差异。在前两个国家中，当雇员进入一家公司（或行业），他们期望在其职业

生涯中积累特定技能，以换取长期就业保障（Rosenbluth，2007）。在这种情况

下，中断雇员的职业生涯对雇主以及对女性雇员本身产生的代价都很高，而女性

通常会通过限制生育来增加其事业成功机会（Rosenbluth，2007）。相比之下，

更加重视一般技能而非特殊技能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更强。讽刺的是，在

美国这种女性和男性雇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与在企业或行业特定的经济体相

比，女性中断职业生涯的弊端相对较小，生育率也可以说未受到太大限制。在瑞

典等国家，生育率往往较高，而在这些国家有保障的公共职位当中，女性占了很

大比例，这有助于降低女性中断职业生涯的成本，从而促进工作和家庭的结合

（Rosenbluth，2007；Adserà，2004，2005）。 

除雇主的直接歧视外，长时间、不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等间接歧视也

被视为推迟和降低生育率的原因（Kim，2018；Rindfuss，Choe，2015，2016；

Thévenon，2015）。长时间的工作小时和工作周是东亚国家的特有问题，这些国

家的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Lee 和 Choi，2015；Tsuya，2015；

Kim，2018）。雇主和同事都期望雇员进行长时间工作；人们往往不重视雇员的

家庭责任，漫长的通勤时间进一步增加了就业的时间负担（Rindfuss，Choe，2015）。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可知，2014 年韩国约 18%的就业女性

每周工作超过 54 小时（OECD，2017，被 UNFPA，2018 引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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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能够灵活安排的选项使得男性和女性很难兼顾工作和家庭职责

（Thévenon，2015）。与此同时，Nagase 和 Brinton（2017）指出，在日本，男

性工作时间过长是丈夫承担家务劳动比例较低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而这反过来

又会减少双职工家庭向二孩生育的过渡。有趣的是，这项研究显示，相比于进步

的性别角色态度（progressivenes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工作时间的长短更能

预测男性对家务工作的贡献。Baizán 与其同事（2016）针对 25 个欧盟国家外加

挪威进行了一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工作时间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些研究人员指

出，男性工作时间过长对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终身生育率有负面影响。

这点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尤其突出，在男子平均每周工作 38 小时的国家，

她们的终身生育率估计为 1.8，而在男子平均每周工作 45 小时的国家，这一数字

约为 1.45。目前，关于工作时间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将很

好地解决这一差距（Kim，2018）。 

一些生育率很低的东亚国家已经为限制每周的工作时间颁布了相关法律。例

如，在 2018 年，韩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 40 小时，且最高

加班时间为 12 小时（UNFPA，2018）。然而，各国政府需要加强执法力度以激

励雇主采取相关行动。正如 Kim（2018）所言，政府行动不足的部分原因，是由

于对长时间工作造成的生育决策影响的认知局限，因此进一步研究应专攻此领域。 

有限的高质量非全日制工作和灵活工作安排，是东亚和南欧一些国家的特点，

可能也会限制工作和家庭的兼容性，进而影响生育选择（Rindfuss，Choe，2016）。

许多研究表明，非全日制就业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

性来说（Baizán et al.，2016；D 'Addio，ｄ'Ercole，2005）。然而，这种积极影

响取决于非全日工作的类型和质量：当非全日制工作在工作保障、社会福利和按

比例计算工资方面的水平不如全日制工作，它就不太可能促进生育（Del Boca

和 Pasqua，2005；McDonald 和 Belanger，2016）。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的荷兰

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在这里，女性和男性享有受法律保护的非全日工作权

利，与全职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工资和福利（包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 

5.2.1 育儿假政策 

职场政策的一个具体方面是产后育儿假。关于育儿假对生育率的影响综述也

揭示了不同结果（Thévenon 和 Gauthier，2011）。在跨国研究中，休假时间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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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拥有负面或不显著的影响。与休假相关的薪酬对生育率的影响证据更为有

力（D 'Addio，Mira D 'Ercole，2005；Luci，Thévenon， 2011，被 Thévenon & Gauthier，

2011 引用），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主要作用于提前生育时间（Kalwij，2010 年）。

这与国家层面的研究结果相符，特别是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Hoem，1993；

Ronsen，2004；Ronsen & Skrede，2008）。例如，Andersson & Neyer（2008，在

Thévenon & Gauthier，2011 中的报导）发现，瑞典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给予

带薪育儿假额外津贴的政策似乎导致出生的间隔更近，尽管对完整家庭规模的影

响尚未确定，但这一政策似乎将导致生育间隔时间缩短。Luci-Greulich 和

Thévenon（2013）在对 1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样本数据进

行分析后发现，带薪休假均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尽管其影响小于出生后的现金

福利和 3 岁以下儿童的儿童托育服务。在控制了推迟生育、内生性、滞后生育反

应、女性劳动力参与、失业劳动力市场保护和非婚生育比例等因素后，这些结果

仍然存在。 

在一些国家，育儿假政策现在旨在鼓励父亲照顾子女。北欧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首创的这种“非用即失”的方案，涉及到每位父母不可转让的育儿假

权利，正如预期，增加了父亲休育儿假的时间。虽然关于这些政策对生育影响的

实验性证据仍然有限，且父亲可用的休假时间可能依旧太短，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来自北欧国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休育儿假的父亲在重返工作岗位后会更多地参与

照顾子女（Durvander & Jans，2008；Haas & Hwang，2008），且共享育儿假的

夫妻更有可能或者会更早地生育二胎（Duvander & Andersson，2006；Duvander et 

al.，2010 年）。但值得注意的是潜在的选择效应，即那些休育儿假的父亲也可

能起初就更倾向于家庭优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共享休假使用

的影响。 

除了育儿假的权利外，对育儿假的知晓也至关重要。Yoon（2017）指出，

尽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韩国目前提供的育儿假最为慷慨，

但 526 名受访者中有近一半人员不太熟悉这项政策，而五分之一的人员对这项政

策一无所知。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有育儿假的存在，很多东亚国家的

雇员也会迫于来自同事的负面压力（与休假者的工作量重新分配给同事有关）或

害怕错过升职机会而放弃使用（Frejka et al.，2010；Jones，2012；Ki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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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儿童托育服务的可及性 

    在一些国家中，第三个被认为导致低生育率的制度性制约因素是高质量儿童

托育服务的供应有限，尤其是对三岁以下儿童而言。从理论上来说，若缺乏负担

得起的儿童托育服务，父母（通常是母亲）在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将面临挑战，

从而增加了育儿的机会成本（UNFPA，2018）。在许多国家中，祖父母（特别

是祖母）会提供不同程度的非正式儿童照料的帮助（Bordone & Arpino，2018；

Bordone et al.，2017；Hank & Buber，2009），研究表明，祖父母的存在与较高

的生育率（意愿和行为）以及提高其女儿的劳动参与率有关（Arpino et al.，2014；

Tanskanen & Rotkirch，2014）。然而，鉴于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祖父母的帮助，

以及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对祖母就业有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正式的儿童托育服务也

至关重要（Lumsdaine & Vermeer，2015）。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些东欧和中欧国家中，政府补贴的儿

童托育服务特别低。在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希腊），0-2 岁

儿童接受儿童教育和托育服务的比例不到 1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平均水平为 3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e）。在中国台湾省

（Lee 和 Lin，2016，被 Rindfuss 和 Choe，2016 引用：268）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Basten，2015，被 Rindfuss & Choe，2015 引用：72），有限的机构托育服务

和其他儿童友好服务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相比之下，在生育率接近更替水

平的北欧和比荷卢三国，公共儿童托育设施随处可见，且（芬兰除外）已接收超

过 50%的 0-2 岁儿童已（OECD，2018e）。韩国和日本最近推行了公共儿童托育

服务。例如，在韩国，政府提供日托和幼儿园费用，或提供在家育儿津贴以及免

费的课后教育项目（Lee & Choi，2015）。然而，在许多国家，覆盖范围有限而

且等位时间过长（Tsuya，2017 年），这表明了有扩大服务供给的需求。 

根据实证，Luci-Greulich 和 Thévenon（2013，被 Thévenon，2015 引用）在

分析 1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自 1980 年至 2007 年的生育率趋

势后发现，儿童托育服务具有积极影响。同样地，d 'Addio 和 Mira d 'Ercole（2005，

被 Thévenon & Gauthier，2011 引用：209）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成员国中，儿童托育服务的覆盖状况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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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wij（2010，被 Thévenon & Gauthier，2011 引用：209）发现，西欧国家对儿

童托育的支出与出生时间之间存在一个强的相关关系。 

使用个体层面数据的研究所产生的结果更加复杂。正如 Thévenon 和 Gauthier

（2007 年）所述，斯堪的纳维亚的几项研究表明，儿童托育服务的可用性和成

本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Andersson et al.，2004；Ronsen，2004）。然而，

正如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这些儿童托育服务相对充裕、

质量高且可负担的国家，儿童托育服务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差异相对较小。相比

之下，Rindfuss 等人（2007）发现，在挪威，在控制了当地可能产生混杂影响的

因素后，为幼儿提供托育服务对首次生育子女出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与此

同时，在瑞典，Mörk 等人（2009）得出结论，即使是在儿童托育费用几乎覆盖

全民且成本得到大量补助的国家中，儿童托育成本也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被

Thévenon & Gauthier，2011 引用：209）。同样，Kim（2017）研究表明，在韩

国，接受正式儿童托育援助对实现生育二孩意向有积极影响，但只有在其成本不

高的情况下才会如此。 

然而，提供可负担的儿童托育服务只是难题的一部分：父母亦需接受和使用

这种儿童托育服务。根据 Aassave 与其同事（2016）的研究，社会信任程度（即

个体信任家庭和亲密朋友网络之外的其他人的意愿）会影响父母对儿童托育服务

的利用度，进而在解释跨国生育差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对社会信任度低

的地区（如南欧和东欧）来说，他们认为，夫妻双方不太可能把儿童托育外包给

他人，这意味着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的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之间面临更大的权衡，

从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相比之下，在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如北欧国家），

儿童托育外包很常见，工作/家庭冲突减少，生育所受约束较少。 

这一得到多水平统计分析支持的假设表明，国家层面的社会信任与群体层面

的女性教育相互作用，从而解释了个体层面的终身生育率（Aassave et al.，2016；

Yamamura & Antonio 亦得出类似的结果）。但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信任的影响

只有通过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相互作用才显著。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由

此延伸的女性就业）较低的地方，将工作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的需求也较低。但

是，随着女性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儿童托育作为协调工作和家庭责

任方式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于是，社会信任（影响接受儿童托育服务）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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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也

就是说，研究人员对社会信任仅使用了一种二元测量，而 1989 年以前的前苏联

国家数据无法获得。此外，在信任-生育率关系中也有例外，如生育率很低、社

会信任度中等的日本和韩国，以及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社会信任度中等的法国。

很显然，国家的其他具体因素也很重要。 

 

6.讨论 

6.1 总结 

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测相反，低生育率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欧洲、

北美、大洋洲和东亚的几乎所有国家中，平均生育率（包括时期和队列）都低于

每名妇女约 2.1 个子女的更替水平。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非的中

等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低生育率现象，从而模糊了传统的地理和发展界限。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趋同现象，但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队列生育率仍存在市场

区域差异：北欧和西欧以及北美和大洋洲英语国家的生育率中等低，平均每名妇

女有 1.7 至 2.2 个子女，而在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德语国家、东南亚和东亚

国家的生育率很低，大约为每名妇女生育 1.6 个或以下子女。 

本综述旨在探讨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生育率很低的国家。这表明，

生育推迟和相关的进度效应是几乎所有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的一个关键特征，并

在许多国家继续存在。但与此同时，生育二孩的减少和无子女现象的增加意味着

生育量也很低。就更远期的决定因素而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概述的观念转

变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与理论预测相反，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完成值高的

国家中，生育率一般都接近更替水平，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完成值不高的国家中，

生育率往往很低。此外，对生育偏好的研究表明，每位女性生育两个子女的理想

家庭规模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相反，低生育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夫妻（尤其是女性）在实现生育理

想方面所面临的制约。两大制约因素影响巨大。第一，经济制约，特别是年轻人

所面临的经济和就业不安定环境，以及与住房和儿童教育相关的直接经济成本。

女性兼顾有薪工作和生育的能力受到制约，具体来说，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各

种职场条件，如工作时间长和不灵活的职场环境，以及有限的儿童托育服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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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制约更加严重。由于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为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就

业的机会，在生育率很低的国家，传统社会文化规范和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增加了

儿童的间接机会成本。 

低生育率没有唯一的解释。具体决定因素的相关性因国家和区域而异。经济

和就业的不安感以及低社会信任度在南欧最为突出，而文化上对教育“成功”的重

视，对非婚生育的不支持，以及工作时间长且缺乏弹性，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

是东亚地区特有的。此外，经济、结构、体制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多种因素相互作

用，从而导致低生育率。例如，就业不稳定、取得抵押贷款的结构性困难以及拥

有房产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夫妻难以为生育建立适当的住所。同时，男性工作时

间过长与父权社会文化规范相互作用，增加了女性面临的家务劳动负担，进而增

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此外，社会文化对教育成就的重视，与僵化的教育和劳动

力市场体系相结合，而可负担的儿童托育服务的可使用性与社会信任程度相互作

用，从而对托育服务的使用产生影响。 

6.2 低生育率必然是个问题吗？ 

尽管文献中强调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但有必要问一问低生育率是否必然值

得人们担忧（Vobecka et al.，2013）。许多环保主义者注意到了减少资源消耗和

污染的潜在好处。此外，从理论上讲，少生育能使父母在每个子女的健康和技能

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正如 Lee 和 Mason（2010）指出，这种投资通过增

加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很可能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此外，我们必须承认，

低生育率反映了女性、男性和夫妻间预防非意愿妊娠和间隔生育的能力增强，以

及一些导致生育率下降到少子化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

与率的上升，赋予女性经济独立的权利——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打消政府对低生育率造成人口下降和加速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也同样重要。在

一些国家中，低生育率作为人口下降的关键驱动因素在全国争议中受到关注，但

向外迁移往往是推动人口下降一个更重要因素，也是有效应对人口下降的一个重

要因素。在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尤其如此。此外，虽然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与人

口加速老龄化有关，但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通过对养老金、

健康和长期护理系统进行积极、全面和以实证为基础的改革，人口老龄化对各国

来说亦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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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低生育率本身不是问题。尽管如此，微观层面的期望和实际生育率之

间的差距意味着制定政策帮助个人实现其生育偏好和生育权利的必要性。1994

年得到 179 个国家认可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申明，所有夫妻和个

人都必须有自由决定子女数量和时间安排的基本权利，以及决定子女数量和时间

安排的知识和方法。这不仅包括人们有权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还包括他

们想要子女的数量。 

6.3 政策建议 

    近年来，一些国家政府采取了明确的鼓励政策。其中包括对计划生育项目的

限制（Basten et al.，2013；McDonald et al.，2015）（Basten，2013：8；参见 Sobotka，

2017：38 的报导中对 McDonald et al.，2015 的引用）以及实施公开的家庭政策

干预和政治宣示。东欧一些国家采取了所谓的“人口安全”政策，含蓄或明确地承

认低生育率和人口下降是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这些政策虽然内容不同，但

一般侧重于使出生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并通过产生对更多子女的需求、加强家庭

体制并促进“传统”价值观念，包括围绕母性的价值观念来促进人口增长。 

就女性的生育权利和社会角色而言，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面临倒退的风险。

相反，有效的政策须在关注个人权利和选择、而非强迫的情况下施行，以解决上

文所讨论的更广泛的结构性、制度性和社会文化障碍。在此，我们概述了政策行

动的若干想法，但同时指出，政策应在考虑各国人口、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

背景独特性的前提下，针对每个国家进行设计。 

为解决生育方面一项关键的经济制约因素，各国政府，特别是南欧各国政府，

应专注于为年轻人提供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就业选择。与此同时，可在提高年

轻人技能水平的措施方面加以投资，以增加其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为取得最佳

效果，这些举措应采取多领域方法，将私营部门的雇主、教育工作者、工会和其

他社会行为者聚集在一起。同时，在健康和养老金福利方面进行投资（这在北欧

国家相当普遍），将对缓冲短期合同工作的不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Billari

（2008）提倡制定政策，在长期存在年长偏好（pro-elderly bias）的社会中，更

普遍地加强青年的地位。例如，通过降低参议院选举的最低年龄（意大利为 40

岁），作为青年赋权的信号。总的来说，这些政策有望减轻推迟生育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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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决住房市场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十分重要。就南欧而言，措施可能包

括增加对社会住房的投资，加强对租赁和信贷市场的监管，以促进年轻人获得抵

押贷款。例如，在意大利，银行家不愿贷款往往与其缺乏抵押贷款申请人的关键

信息相关，因此发展监督个人信用评级的公司可能会有所帮助（Tanturri，2016）。

尽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能会考虑像韩国那样，为购买或租赁房屋实施经济状

况贷款调查（Lee & Choi，2015），但解决其普遍存在的空间限制和高得令人望

而却步的房价可能更具挑战性。 

至于与儿童教育相关的直接成本，仅仅增加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不太可能产

生显著效果。儿童教育高投入的驱动因素之一似乎是这个社会之中父母之间的竞

争，因此全面加强教育不太可能解决问题的根源。此外，Kim 和 Lee（2004，被

Tan et al.，2016 引用）指出，在韩国，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公共教育支出大幅

增加，但家庭在私人辅导上的支出亦有所增加。Tan（2016）提出另一种旨在公

立大学入学考试中，对来自大家庭的子女提供积极的区别对待的“反独生子女”

政策。他们强调该等措施对财政要求相对较低，同时也意味着不鼓励公司将大学

排名作为衡量员工素质的唯一指标。 

许多国家采取直接的财政转移方式支持生育。然而，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

明这些政策会将生育时间提前，但它们对整个队列生育率并不具决定性的影响

（Thévenon & Gauthier，2011）。正如 Thévenon 和 Gauthier（2011）所述，这种

财政转移通常不足以支付生育子女的实际成本，对于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的结构

性障碍也无法解决，其在支持生育决策方面的有效性有限。 

解决生育直接经济成本的政策也必须与关注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的政策相

结合。关键是努力挑战和改变相关家庭劳动分工的性别规范（Goldscheider et al.，

2015）。加强家庭性别公平教育和宣传活动可能产生有益影响，引入和扩大不可

转让的育儿假权利以鼓励父亲参与儿童托育活动亦将产生积极影响。韩国的出生

性别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增长至 115：100（男性：女性）后已下降到接

近正常水平，尽管这一变化令人振奋，但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规范仍是一项

挑战。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大力致力于惩罚带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且随着教育和就业的进一步发展，韩国女性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Guilmot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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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Frejka et al.，2010 引用：602）。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通过强有力

的政府承诺和预防活动，在减少对男孩的偏好观念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若不进行补充性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工作时间过长且缺乏弹性的问题，

尤其是在东亚国家，增加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的努力似乎不太可能奏效。补充性的

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通过立法以限制工作时间，以及有效执行现行法律对工作时

间的限制。此外，努力增多高质量非全日工作和弹性工作时间的选择，将在女性

和男性在兼顾有酬工作和生育的能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许多国家都有育儿假政策，但这种假期往往在补偿和覆盖范围上受到限

制，例如，较小公司或非正式部门均不包含在内。解决这些不足可提高工作和家

庭和谐度。此外，政府应该更密切地监督雇主，防止其惩罚休假雇员，而雇主本

身也可考虑禁止重新分配休假者的工作量，以减少雇员因休假给同事带来的工作

压力。同时建议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育儿假和其他政策的了解。 

此外，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防止雇主在招聘时歧视准父母。瑞典在工作

更稳定、保障也更加充分的公共部门为女性提供广泛就业机会，这一制度将起到

有效的激励作用。然而，应谨慎对待类似于美国增加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举措：

这些举措可能会增加就业的不确定性，从而带来推迟生育的反作用。 

最后，提供普遍的、可获得的、负担得起的、公费的儿童托育服务至关重要。

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已经实施了儿童托育计划。然而，在许多国家，覆盖范围仍然

有限，多数仍在苦苦等待（Tsuya，2017），这表明需要扩大提供服务的规模。

在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地区，对照护服务实行强有力的质量控制，以及允许外国家

庭佣工参与家庭照护服务以弥补其不足——这在新加坡和香港是一种普遍的做

法（Kim，2018），这些举措可有助于提高对照护服务的利用率。总的来说，尽

管儿童托育和育儿假等家庭政策可能带来益处，但政府应谨慎根据就业状况制定

此类政策。这样才有助于降低生育行为对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总体经济周期的敏感

性。 

更普遍地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力，与儿童托育和育儿假相关的家庭

政策必须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Thévenon & Gauthier，2011）。此外，重要的

是，所有这些政策，包括教育、住房、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都要进行

整体考虑，以最大限度地涵盖不同领域。更重要的是，所有旨在解决低生育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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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都应以权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实证为基础；在努力改善生育发展趋势

时，绝不应损害性与生殖健康。 

除解决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外，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制定政策，以适应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因为促进工作和家庭

结合的政策也可能增加经济活跃人口，并在老龄化社会中带来相应的积极财政福

利。不过，这些举措还应辅之以促进老年人口收入保障、健康和福祉的努力。这

些政策可能包括：提供多元化的退休后就业机会和创业培训，加强养老保险制度

建设，对预防性医疗保健投入资金，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对包括辅助家庭照

护在内的长期照护投入资金，以及加强老年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和住房。 

6.4 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虽然本报告旨在提供相关低生育率关键决定因素的全面概述，但仍有其局限

性。本报告主要从女性角度关注生育决定因素，但未对相关男性生育决定因素、

水平和模式的文献进行研究探索。进一步研究方向应对男性生育决定因素与女性

生育决定因素以及夫妻共同生育决策一起进行评价（Basten et al.，2013）。 

其次，由于重点关注远端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制度决定因素，因此很少关注

生物医学因素在个体生育能力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对不孕趋势的研究有限，

而仅有的不孕问题的证据表明，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男性而非女性。Levine 等人

（2007）发现，高收入、低生育率国家男性的精子质量和数量都在稳步下降，尽

管其他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异议（te Velde et al.，2017，被 UNFPA，2018 引用：

114）。对于女性不孕状况，Mascarenhas 与其同事（2012）发现，在 1990 年到

2010 年间，世界整体或高收入国家无明显变化，而美国的重复调查显示已婚育

龄女性的不孕率略有下降（Chandra et al.，2013）。然而，随着生育持续推迟至

生育年龄后期，男性不育和女性不孕的发生率都有可能上升（UNFPA，2018），

当务之急是对不孕及其趋势、风险因素和后果进行进一步研究。 

由于目前的文献对相关其他实质性领域的报道有限，以及（或）证明这些领

域作为决定因素重要性的证据有限，因此仍未对其进行研究探讨。这些被忽视的

因素包括对父母和子女素质提高的强调，特别是在东亚地区。Sobotka（2008b）

指出，当今的父母需要牺牲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按照负责任的父母准则来

养育子女；下一步或许可通过高质量的定性研究更深入地探究这些因素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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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此外，我们尚未探讨与无子女（childlessness）或子女（children）相关的流

行风气、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不断提高的认识等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对性生活和约会行为的进一步研究也会很有价值。新兴研究表明，与更早出

生的队列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性生活的时间较晚，

也不太可能谈恋爱，更不可能优先考虑婚姻和家庭（Twenge，2017）。2015 年

日本国家生育调查也对性生活的改变提供了补充证据（NIPSSR，2015）。然而，

需进行一项关于生活方式和性生活的全球范围内的经常性的（recurrent）调查，

方能进行信息丰富的、系统性的跨国分析。此类调查还可纳入相关性别角色，以

及与有偿工作相比花在家务上的时间等问题，以加深对这些决定因素的理解。此

外，基于 Twenge（2017）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应探索技术变化（尤其是智能手

机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在改变性行为和约会行为方面的作用。 

从方法学角度看，除开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微观层面数据资料外，有必要对

宏观层面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可信的实证检验。此处引用的大量研究依赖于单一时

间点进行的简单双变量国别间关联。此类研究存在潜在的内生性，使得因果关系

难以建立（Balbo et al.，2013）。此外，定量研究应该辅之以高质量的定性研究，

以探索影响夫妻生育决策的因素。近年来，我们已看到一些关于家庭性别公平对

生育意愿影响的定性研究，但现在需要进行长期的后续研究，以检视从意愿到结

果的转化程度。此外，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均采用生育率的时期指标，如总和生

育率。由于上述这些指标易因生育时间变化而失真，因此今后的研究也应考虑采

用队列指标。 

更广层面上，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水平生育率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Balbo

与其同事（2013）对各种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决定因素进行了高度、全面的

综述；加深对这些不同决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将来自人口

统计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家庭政策等领域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搭建起跨越传统

领域的桥梁，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将对此类分析有益。 

最后，虽然本报告主要关注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但迫切需要探讨

新兴的“推迟转变”（Kohler et al.，2002）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低生育率的决定

因素。高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的一些影响因素也正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

的特征。例如，在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女性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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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UNESCO，2014，被 Sobotka，2017 引用：38），以及

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不断增加的失业率和经济不确定性（Sobotka，2017）。

然而，在教育制度、政策、家庭模式、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表明，

向低生育率的过渡过程往往会与欧洲和东亚的早期经验相偏离。随着低生育率日

益全球化，对其模式和潜在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也应日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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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相关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高频词词条索引】 

人口学词汇 

更替率（replacement rate）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分孩次生育率 （parity-specific fertility rate） 
意愿生育数（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时期总和生育率  （period total fertility） 
辅助生殖（服务）（assisted reproduction）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cohort fertility） 
生育间隔（birth interval） 
生育推迟（delayed parenthood） 
高龄生育（higher reproductive age） 
完整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生育二孩（second birth） 
 
政策类词汇 

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 
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 
非用即失（use it or lose it） 
利益分配 （allocation of benefit） 
现金补贴（cash benefit） 
财政转移（fiscal transfer） 
税收优惠（tax advantages） 
直接补偿（direct compensation） 
产假（maternity leave） 
陪产假（paternity leave） 
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t） 
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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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节词条索引】 

第一章 

人口学词汇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型理论（class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时期总和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period TFR） 
完整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 
生育推迟（fertility postponement）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低生育率（low fertility ） 
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 
年龄别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rate） 
真实女性队列（real female cohort） 
实际生育率（actual fertility） 
队列生育率（cohort fertility rate） 
进度效应的影响/进度失真（tempo distortions）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生育率下降（fertility decline） 
生育率转变（fertility transition） 
少子化/次（低）更替生育率（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间隔生育(space births) 
 
 
第二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低生育率（low fertility） 
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中等低生育率（moderately low fertility） 
生育推迟（postponement of childbearing/delayed childbearing/fertility postponement） 
推迟转变（postponement transition） 
初育（first birth） 
妇女平均初育年龄（the mean age of women at first birth）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平均生育年龄（the average age of childbearing）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时期总和生育率（period TFR） 
进度效应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 adjusted TFR） 
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58 

生育时间（fertility timing） 
出生时间（the timing of births）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实际出生数（actual number of births） 
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 
生育能力（fecundity） 
避孕（contraception） 
避孕药（pill） 
避孕套（condom） 
性交后紧急避孕（post-coital emergency contraception） 
怀孕时间（the timing of pregnancy） 
禁欲（abstinence） 
婚姻推迟（postponement of unions / the delay of marriage/delay in marriage） 
初婚年龄（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平均初育年龄（the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性活跃（sexually active） 
非意愿妊娠（unwanted pregnancies） 
非计划妊娠（unplanned pregnancies） 
非意愿生育（unwanted births） 
非计划生育（unplanned births） 
生育率下降（fertility declines） 
避孕方法（contraceptive methods） 
“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初育推迟（postponement of first births） 
少子化（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婚外生育（extra-marital births/childbearing outside of marriage） 
婚外生育率（extra-marital fertility） 
同居（cohabitation） 
总离婚率（total divorce rate） 
总初婚率（total first marriage rate） 
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性别公平（gender equity) 
适度生育（moderate fertility） 
已婚生育率（marital fertility） 
非婚生育(率)（non-marital fertility） 
生育偏好（fertility preferences） 
生育决策（fertility-decision-making） 
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 （tempo-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进度与孩次调整指标 （tempo- and parity-adjusted total measures） 
生育二孩（second birth）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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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词汇 

理想家庭规模（ideal family size） 
少子化偏好（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preferences） 
伊斯特林经济剥夺模型（Easterlins’s  model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可负担性条款（affordability clause） 
推迟首次生育（postponement of first births） 
终生生育数量（lifetime quantum fertility） 
推迟生育（postponement of childbearing） 
理想生育率（desired fertility） 
 
政策类词汇 
新自由主义政策（neoliberal government policies） 
后过渡期国家（post-transitional countries）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住房优先分配制度（the system of preferential housing distribution） 
减少竞争的劳动力市场（low competi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第四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生育二孩（second birth） 

政策类词汇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 
 
 
第五章 

人口学词汇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型理论（class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低生育率（low fertility） 
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生育间隔时间缩短（more closely spaced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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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母亲（working mother） 
不完全性别革命（incomplete gender revolution） 
生育二孩（second birth） 
双职工家庭（dual earner couples） 

政策类词汇 

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政府补贴（government-subsidized） 
育儿假（parental leave） 
日托（daycare） 
 
 
第六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childbearing） 
推迟（postponement） 
生育时间（timing of birth） 
总生育率（overall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率（cohort fertility） 
性别比（sex ratio） 
生育能力（fecundity） 
不孕（infertility）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时期指标（period measure） 
队列指标（cohort measure） 
推迟转变（postponement transition） 
生育二孩（second birth） 

政策类词汇 

反独生子女政策（reverse one-child policy） 
财政要求（fiscal requirements） 
财政福利（fiscal benefits） 
育儿假（parental leave） 
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年长偏好（pro-elderly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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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说明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由此带来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

将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两卷

应对低生育政策报告以实证为基础，深入介绍了多个典型低生育率国

家的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其相关人口和家庭应对政策，分析了影响生

育率的多方面因素，总结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

究资料。 

两卷报告内容丰富，涉及人口、政策、经济、社会等多领域中

英文专业术语的互译，专业性较强，我们组织了多学科背景的人员进

行翻译。为方便中英对照、消除可能存在的歧义，我们特意在中文版

本中增加了中英词汇对照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使用。 

本次报告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翻译，由贾

国平博士和陈功博士负责组织。以下为参与具体翻译的人员名单： 

第一卷（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崔牛牛、郭超、胡玉涵、金鑫、康宁、

李娜、李宁、林进龙、刘天俐、罗雅楠、曲别娟娟、孙计领、孙晶晶、

孙永臻、汪洋、王振杰、卫雅伦、魏玥、吴振东、武继磊、于奇、张

蕾、张新辉、张雅璐。 

第二卷（按姓氏首字母排序）：陈思诺、黄成烨、李佳佳、林是琦、

刘岚、刘尚君、刘艳、索浩宇、王黎、杨帆、钟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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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报告由张蕾博士、张雅璐博士负责校译，第二卷报告由刘

岚博士、杨帆博士负责校译。张雅璐博士和胡成花女士负责了大量协

调组织工作。两卷报告最后由贾国平博士和陈功博士负责审核和校译。 

翻译过程中得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

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蓝迪国际智库专家

委员会主席赵白鸽，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等领导和专家的鼓励

和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文报告一直在修改完善中，中文报告翻译时间较紧，限于认识

和水平等，肯定还存在不足和欠准确之处。敬请各位同行专家及读者

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过程中改进。 

 

 

         报告中文编译组 

2021 年 7 月 9 日 

 

 


